
 

 1 

农业有机废弃物能源化对化学 

农业负外部性纠正研究 

郗伟东 武晓艺 韩洁平
1
 

（东北电力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2） 

【摘 要】：针对化学农业的负外部性，利用能值理论建立了基于农业生态需求的农业外部性分析模式。理论分

析表明，在兼顾粮食产量目标时，农业有机废弃物能源化、生态化可以从源头纠正化学农业的负外部性。以涟水县

高沟镇为例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 60%的化肥替代，农业有机废弃物能源化可以纠正 85.49%的化学农业负外部性。

较之“税费”“标准”“行政监管”等手段，通过产业政策手段将农业补贴政策聚焦于农业有机废弃物能源化生态

补偿是一种科学性与现实性较强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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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高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速等因素使农业跨进“化学农业(或称石油农业、能源农业)”发展阶段。这种生产模式导致

了种养殖过程中化肥、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的广泛使用，使农业面源污染成为我国乃至全球不可回避的问题[1]。 

我国既是农业生产大国，又是农产品消费大国。一方面，我国农作物耕地面积、农产品产量绝对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但人

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2，因而确保粮食安全成为我国农业发展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

济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仅增加了畜禽产品需求量，而且大幅拉动了畜禽养殖业发展。几十年来，为了实现粮

食稳产增产、增加畜禽产品供给目标，我国通过持续增加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提高粮食单产，从而提升粮食总量水平[2]；通

过畜禽规模化养殖与分散化养殖并举政策，促进畜禽产品供给。但与此同时却导致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点源污染状况日益严

重[3-4]。近几年来，在节能减排背景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活环境，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化肥农药

减量化、降低分散化畜禽养殖规模政策，但化肥、农药施用总量仍维持在高位水平，农户分散化畜禽养殖比例也接近 50%。这种

状况不仅严重损害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活环境，而且导致农业负外部性不断扩大[5]。因此，纠正农业负外部性对改善农村环

境、恢复农业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及述评 

在理论研究上，纠正农业负外部性的研究基本遵循法律框架下的两种路径，即经济的和行政的。在经济研究方面基本遵循

庇古和科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体系。在庇古理论框架下，一些学者针对农业生产投入化学品数量提出了利用输入税控制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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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的使用量[6]；另一些学者提出以农业生产域内污染控制为核心的 Segerson机制，其核心是“罚款+税收(或补贴)”[7]；也

有学者针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居民健康安全保障提出了损害税[8]，这些学者期望通过税收手段控制化学投入品使用数量。在科斯理

论框架下，有些学者根据外部性内部化理论提出了农业负外部性内部化纠正模式，通过明确的产权机制使农业污染成本变成生

产者决策变量，从而控制农业污染的形成[9]；而有些学者认为农地产权不完善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因，认为通过完善农地产

权相关制度可以有效控制农业污染[10-11]；另外有些学者将产权、税收、行政监管置于同一框架之中，提出利用激励补偿制度约束

农业相关从业者行为，使其控制化学投入品投入数量[12]。在行政监管方面，农业面源负外部性纠正研究侧重于“技术标准+罚款”

机制，即在技术层面制定农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经济层面通过现场检测与抽查，并通过基于污染标准的罚款手段控制面

源污染。此外，尽管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几乎与其他国家同步，但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滞后，因此，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针对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问题，相继从法律法规角度、生态补偿角度提出了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解决措施，认为通过完善

农业生态立法
[13]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14]

可以有效解决农业污染问题。 

在实践中，“税费”与“标准”是纠正农业负外部性最为常用的手段。挪威、丹麦、匈牙利等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先

后对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征税，而荷兰则是基于污染标准进行免税或征税。但是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基于“税费”手段

对农业负外部性的纠正效果不明显，反而对本国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5]，因此，21 世纪初这些国家相继废除

了这些手段。美国对农业负外部性纠正主要是通过市场式的“最佳管理实践”模式实现，并辅以补偿体系提高该管理模式的实

施效果[16]，同时美国针对国内农业规模化经营特点还采取了“污染排放许可证和休耕制度”[17]。德国对农业负外部性纠正是建

立在法规体系框架下的产业协同基础上，其以生态补偿与绿色农业为目标[18]，以“直接规制、排污费、补助金”为手段[19]，以

“生态农业与生态村”建设为载体[20]，通过农业生产模式转换实现农业负外部性的彻底根除。我国全面控制农业污染行动是从

立法开始的[21]，而最近几年我国农业负外部性纠正中主要采取法律手段[22]及法律框架下的行政监管手段[23]和化学投入品减量控

制计划[24-25]。 

通过对现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梳理可以看到，目前发达国家控制农业污染主要是采取以“税费”为核心的经济手段和法律

手段(包括行政监管)，通过减少化学投入品输入量、阻断化学污染进入渠道、约束从业者污染行为来减少农业污染，而我国则

主要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治理面源污染。然而，无论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仍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农业污染，从而无

法在根本上纠正农业负外部性。(1)农业污染以面源污染为主，尤其是面源性化学污染。面源污染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而

无论是庇古手段还是科斯手段，抑或行政手段均难以应对信息不对称。(2)农业污染产生既有政策层面的原因，又有市场层面的

原因。在政策层面，绝大多数国家将农业置于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优先发展地位，尤其是我国将粮食稳产增产作为农业生

产的核心目标，使农业生产严重依赖于化学农业生产模式。在市场层面，由于化学投入品不仅对农业增产、成本降低(政府补贴

背景下)作用较大，而且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可以大幅度简化农业生产流程，使农民在农业生产资源配置上优先选择化学农业生产

模式，同时我国农村因缺乏科学有效的农废处理技术和方式，使高度分散的农村点源污染呈现类似于面源污染的特征。 

2 理论分析 

2.1 基于能值的农产品供求函数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提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认为“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从经济效益角度转向生态效益角度评估农业负外部性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外部性理论，农业外部性就是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对社会共享的农业生态环境、农村共享的生活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或者农业生产提升了生态环境，前者称为农业的负外部性，后者称为农业的正

外部性。以往农业外部性评估主要采取价值评估方法，以社会外在成本和外在收益表征私人活动的外部性，但其存在两个难以

回避的缺陷：第一，对不同形态的投入和产出缺乏统一的价值折算标准，使价值评估难以客观真实反映评估对象的外部性。第

二，难以科学估算不可更新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损失
[26]

，无法在本质上揭示生态环境对代际公平的影响。而以“能值”为手段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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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农业外部性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这些缺陷，而且能够更好地契合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思想。 

能值理论采用同一度量的“能值”表征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本与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主要以“能值投资率”“净能值产出

率”“环境负载率”等综合指标揭示对象系统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程度和对环境的压力，其强调的是对象系统在生态环境中的生

态足迹。而本文则是利用能值的同度量性质，以能值为同度量指标定量表征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负外部性水平、农废能源化正

外部性水平，进而客观揭示农废能源化对农业负外部性的纠正效果。 

为了利用能值表征农业负外部性和农废能源化正外部性，需要将传统价值分析中的供求函数转化为能值理论框架下的供求

函数。 

能值理论认为任何一种物品都可以用能值表征，因此根据能值理论思想，在 E=e×Q条件下有： 

 

式中：E为能值，Q为农产品(物质或能量)，e为能值转换率。 

由于成本 C是 Q的函数，由 C[Q(E)]有： 

 

因而可知，基于农产品的边际成本可转化为基于能值的边际成本。同理，根据 U[Q(E)]有： 

 

即基于产品的边际效用可转化为基于能值的边际效用，从而使需求可以利用能值刻画。由式(3)和式(4)可知，农产品需求

与农产品供给均可以用能值刻画与计量。 

2.2 我国化学农业负外部性的理论分析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加，追求粮食稳产增产、确保粮食数量安全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在

该目标引导下，由于农业弱质性使我国对农资投入，尤其是对化肥农药等采取了长周期补贴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化学工业的

高速发展又为我国农业较早迈入化学农业发展模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使我国农业快速进入化学农业发展模式。当我国农产

品，尤其是粮食等连年增产成为一种常态后，化学农业发展模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较长时期内的主导模式。近年来，节能减排

与生态修复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农业生产模式获得了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对化肥农药等农资投入采取的补

贴政策使我国农业产出对化肥农药产生了难以摆脱的依赖性，化学农业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升级使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又导致农业对化肥农药的依赖进一步加强[27]。 

本质而言，农业生产是不同能量形式的转换，即将化学能、光能转换为生物质能，其间消耗了大量用于制造化肥、农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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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而我国化肥施肥量对粮食产量的贡献已趋向于零[28]，较大比例的化肥、农药通过热耗失转换为农业面源

污染，导致农业负外部性的产生。从能值理论角度看，这种负外部性实际上是大量不可更新资源的热耗失。图 1 的分析揭示了

化学农业负外部性的产生过程。 

 

图 1化学农业负外部性的产生过程 

在图 1 中，D 为能值视角下农产品需求，即 D=MU(E)；在不存在农资补贴条件下，农业生产者在农资(主要指化肥、农药、

农膜等)上的支出为 MC1。政府为了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目标，采取了农资补贴政策(假设农资单位补贴为t)，此时生产者在农业生

产上的农资支出由 MC1下降到MC0=MC1-t。MEC0为治理化学农业污染发生的社会外在成本，本文称之为化学农业的生态负外部性。

考虑这种生态负外部性，农业生产社会成本为 MC1+MEC0。在供求均衡状态下，图 1中均衡点 0、1、2分别为实现政府目标的最优

均衡点、实现私人(农业生产者)目标的最优均衡点和实现社会目标的最优均衡点。较之社会目标产量 E2，为了达到私人目标产

量 E1，需要增加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该投入引发的无效率导致图 1中面积为△123 的社会成本。进一步，为了达到政府稳产

增产目标 E0，通过农资补贴使得化肥农药等投入持续增加，导致了无效率大幅度增加：(1)化学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导致了社会

成本扩大，达到图 1中面积为□1345 的水平。(2)为了使私人目标产量扩大到政府目标产量，政府通过化肥农药补贴激励农业生

产者提高产量，而这种补贴激励政策所增加的化肥农药不仅直接消耗大量不可更新的化石能源，而且间接消耗大量不可更新的

水资源，直接减少了后代资源可得性，导致后代为此承担的代价为图 1中三角形面积△015 所刻画的水平，从而产生了代际负外

部性。 

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化学农业模式下政府目标产量 E0较之社会目标产量 E2导致了明显的负外部性。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

这种负外部性导致了环境负效应和资源负效应的产生。环境负效应水平为图 1 中面积△123+□1345，资源负效应水平为图 1 中

面积△015。 

在实际中，如果采取庇古税方式控制化学污染则会导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到社会最优产量 E2，这与政府最优产量 E0相

悖。如果采取科斯产权方式控制化学污染，因农业面源污染成因复杂使其产权无法界定，又导致 MEC0 难以甄别。如果采取政府

管制，农民因无法找到化肥农药的有效替代品会选择降低产量，同时因信息不对称又导致政府监管成本大幅度提高。因此，在

保障农业稳产增产目标下纠正乃至消除化学农业负外部性需要从农业生产模式入手，通过改变现有化学农业生产模式才能在本

质上解决此类问题。 

2.3 农废能源化外部性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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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伴随着大量的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可更新资源，其通过能源化可以替代数量极为可观的化肥、农药等，既减少

了农业面源污染，又减少了不可更新资源存量的消耗。农废能源化属于生态农业模式，该模式通过生态政策补贴 t(该补贴是将

原有农资补贴 t转化为农业生态补贴)将使农废转化为农业绿色投入而使农产品生产成本保持在 MC0水平上，如图 2所示。 

 

图 2有机农废能源化下农业负外部性 

因投入替代减少了化肥农药施用量使面源污染的外在社会成本降低到 MEC1 水平(外在社会成本不能完全消除的原因在于农

废能源化产品在数量上不能完全替代化肥农药)，农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则降低到 MC0+MEC1。同时，由于农废转换为可更新的经济

资源，其需求 d与农产品需求 D共同形成了“农业生态需求”D+d，在供求均衡下使私人最优产量为 E3，而此时政府最优产量目

标依然可以保持在原有化学农业模式下产量 E0上。因此，较之化学农业模式下产量 E0，农废能源化模式下产量 E3导致的无效率

所产生的社会成本△678 远小于化学农业模式下的社会成本△024。如果考虑生态多样性恢复需求，则 D+d 进一步上升使社会成

本△678 持续降低。 

3 化学农业及农废能源化外部性实证分析 

3.1 模型与算法 

3.1.1 对象系统描述 

能值分析法建立在对象系统的能值流图基础上，利用能值表征对象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物质的(包括服务、货币)直接耗费，

其表征的是对象自身的生态足迹，揭示了对资源环境的索取程度，其系统边界由其物理边界界定。而本文分析的农业负外部性

则是农业活动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即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热耗失对资源、环境、人类健康的影响，揭示了对资源环境反馈过程

中的副作用，其系统边界难以通过物理边界界定。 

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热耗失和畜禽粪便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两大成因，而面源污染受到自然力的作用使其地理范畴下的物理

边界难以界定，因此本文采用污染物数量表征农业面源污染边界，在该边界内涵盖了污染对资源、环境、人类健康的影响，从

而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对象系统。 

3.1.2 模型与算法 



 

 6 

(1)化学农业负外部性计量模型。 

该模型的含义是，在确保我国粮食产量稳产增产约束下，计算化学农业生产活动的外部性。 

 

式中： 分别为化学农业生产活动的热耗失给资源、环境、健康带来的负外部性；Ec为化学投入品数

量，均以能值表征(单位为sej)；Q为粮食产量，Q0为目标产量(实际取近 5年的均值)。 

(2)农废能源化外部性计量模型。 

该模型含义是，在农产品产量不降低条件下，化学投入品与农废能源化产品搭配使用使农废能源化利用量尽可能高。 

 

式中： 分别为农废能源化产品替代化学投入带来的资源、环境和健康的正外部性；ES 为农废能源化

系统自身运行需要的能值。 

(3)算法。 

外部性本质上为外部性施加对象(指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在农业面源污染发生条件下遭受的损益。在面源污染条件下外

部性施加对象的边界是模糊的，尤其是受害(益)者(包括代内和代际)是不可数的，外部性施加对象的损益计量只能以污染物数

量表征对象边界，并通过等效替代方法才能实现。因此，本文主要采取污染治理成本法等效计量农业负外部性，同时通过农废

能源化产品替代化学投入品计量农废能源化正外部性，其算法逻辑如下： 

 

式中：n为污染物种类，Ei、di、Bi、ci分别为第 i(i=1,2,…,n)种化学投入品的投入数量、生产过程中的耗散率、作用对象

边界和治理单耗，ΔEi为第 i种化学投入品产生的负外部性(单位为 sej)。 

3.2 数据与技术参数 

本文实证分析采取情景模拟分析。情景选择化学农业情景和循环农业情景。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实证分析中选择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高沟镇为分析对象，农业生产数据来源于《涟水统计年鉴》《淮安统计年鉴》。由于该镇近几年农业生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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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故农资投入与农废产量取 2013—2017 年的均值。农作物草谷比系数与可收集系数见表 1，畜禽粪便产生

系数及收集系数见表 2，高沟镇农业主要投入、主要农废产出、化肥等农资的有效利用量等见表 3，能值转换率[29-30]见表 4。 

3.3 化学农业负外部性计量与分析 

3.3.1 化学农业负外部性计量 

在现行化学农业模式下，由于被农作物吸收的化肥、农药比例较低、农用薄膜利用年限短(农户一般使用农膜大约 2年左右)

等原因导致了大量化石能源的热耗失。这些热耗失和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污染了域内水源、土壤和空气，根据式(5)、式

(7)和式(8)计算出高沟镇化学农业负外部性清单如表 5所示。 

3.3.2 计量结果分析 

表 1高沟镇主要农作物草谷比系数及可收集系数 

指标项 小麦 水稻 玉米 秋豆 山芋 其他谷物 花生 油菜籽 蔬菜 

草谷比 1.38 1.28 2.05 1.68 1.16 1.06 1.5 2.05 0.10 

可收集系数 0.74 0.80 0.94 0.79 0.77 0.84 0.84 0.80 0.50 

 

表 2高沟镇主要畜禽排放系数及可收集系数 

指标项 生猪 肉牛 羊 兔子 家禽 

规模化比例/% 95.61 65.31 80.46 80.46 62.16 

每日每头畜禽粪便排放量/(kg/只·d) 1.42 11.15 1.62 0.37 0.14 

每日每头畜禽尿液排放量/(kg/只·d) 3.44 6.63 0.81 0.03 — 

饲养周期/d 158 365 189 90 210 

可收集系数 1.0 0.6 0.6 1.0 0.8 

 

表 3高沟镇农业主要农资投入及畜禽粪便产量情况 

指标项 数量/t 有效利用数量/t 资源化可转化利用量/t 备注 

主要农资投入 

氮肥 2516.43 880.75 — 作物吸收率 35% 

磷肥 645.41 96.81 — 作物吸收率 15% 

钾肥 208.27 88.51 — 作物吸收率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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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 366.41 125.31 — 作物吸收率 34.2% 

农药 48.22 16.88 — 作物吸收率 35% 

薄膜 151.25 30.25 — 废弃率 80% 

柴油 554.93 194.22 — 热效率 35% 

农业有机废弃物产出 

畜禽粪便 69800.16 
 

48420.57 规模化养殖，能源化比例 100% 

秸秆 93327.79 
 

31288.77 能源化比例 45.07% 

 

表 4主要农业投入品能值转化率 

项目 氮肥/(sej/g) 磷肥/(sej/g) 钾肥/(sej/g) 复合肥/(sej/g) 农用薄膜/(sej/g) 农用柴油/(sej/g) 

能值转换率 3.80×109 3.90×109 1.10×109 2.80×109 3.80×108 2.87×109 

项目 农药/(sej/g) 煤炭/(sej/J) 电能/(sej/J) 水/(sej/J) 能值/货币比率/(sej/￥) 

— 

能值转换率 1.60×109 4.00×104 1.59×105 6.60×105 1.03×1013 

 

化肥农药等使用过程会引发资源负效应和环境负效应，前者表现为化肥农药的热耗失使化石能源、水资源等不可更新资源

存量持续减少，后者表现为化肥农药产生的污染损害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健康和生态环境，因此，由表 5可以看到： 

从资源环境角度看，高沟镇化学农业的资源负效应与环境负效应分别为 1.03×1019sej 和 4.77×1019sej，二者合计相当于

4.95×104tce。其中，化肥农药导致的资源负效应与环境负效应分别为 9.21×1018sej、4.32×1019sej，尤其是化肥对生物多样

性与水资源产生的环境负效应较为明显，分别达到 1.90×1019sej、2.15×1019sej。 

从代际公平角度看，高沟镇化学农业代际与代内负外部性分别为 2.93×1019sej 和 2.87×1019sej。尤其是代际负外部性相当

于每年使后代减少至少为 2.50×10
4
tce的不可更新资源。 

剔除农废弃置污染后，化学农业导致的负外部性为 5.35×10
19
sej，相当于 4.56×10

4
tce，仅化肥热耗失损失每年至少超过

7815tce 当量。 

3.4 农废能源化外部性计量与分析 

3.4.1 农业有机废弃物能源化外部性计量 

根据高沟镇农废可利用量、经济收集半径和式(6)，本文将该镇农废能源化情景设定为：(1)依托畜禽养殖场布局分布式“电、

热、肥”联产发电项目，全镇共布局10套分布式系统，发电装机总规模为 4300kW，年转化秸秆 3.13×104t，占全部秸秆产量比

例为 33.5%，畜禽粪便为 4.84×104t，占全部畜禽粪便比例为 69.4%。(2)农废能源化生产的电、热、肥就地消纳，直接用于本

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农废能源化系统能值流图见图 3。根据式(6)计算高沟镇农废能源化外部性结果清单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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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计量结果分析 

表 5高沟镇年化学农业负外部性(含畜禽粪便污染)清单 

指标 项目 

代际负外部性 代内负外部性 

备注 

太阳能值/sej 折合标煤/tce 太阳能值/sej 折合标煤/tce 

资源负效应 

氮肥# 6.22×1018 5302.03 
  

流失率 10.3% 

磷肥# 2.14×1018 1825.08 
  

流失率 14.57% 

钾肥# 1.32×1017 112.37 
  

缺少流失率数据 

复合肥 6.75×1017 575.86 
  

缺少流失率数据 

农用塑料薄膜# 4.60×1016 39.22 
  

利用年限按 2年计 

农用柴油# 1.04×1018 883.06 
   

农药
#
 5.01×10

16
 42.77 

  
流失率 1% 

环境负效应 

生物多样性# 1.90×1019 16183.52 
  

化肥致污 

水体污染# 
  

2.15×1019 18310.88 化肥致污[31] 

水体污染 
  

1.30×1019 11047.77 畜禽粪便致污[32] 

空气# 
  

4.53×1018 3860.40 畜禽粪便致污 

空气 
  

4.82×1017 411.03 柴油致污 

土壤
#
 

  
2.19×10

18
 1870.52 化肥致污

[33]
 

健康# 
  

5.48×1017 467.83 化肥致污[34] 

 

 

图 3农废能源化简略能值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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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废能源化具有两种正向效应：一是通过要素投入替代增加不可更新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存量。二是降低化学污染与农

废污染。前者直接降低了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耗速度、增加后代资源可得性，故称为农废能源化的资源正效应；后者因化学投入

品的减少改善了生态与环境，故称为农废能源化的环境正效应。由表 6可以看到： 

从资源环境角度看，农废能源化资源正效应为2.17×1019sej，相当于每年节约1.85×104tce。其中，替代化肥为8.0×1018sej，

相当于每年节省约 6824.82tce，农废能源化环境效应为 3.77×1019sej，相当于每年节约3.22×104tce。其中，恢复生物多样性

和改善水质分别为 1.14×1019sej、1.30×1019sej，两项合计相当于节约 2.08×104tce。 

表 6高沟镇年农废能源化外部性清单 

指标 项目 

代际负外部性 代际正外部性 代内正外部性 

太阳能值

/sej 

折合标煤

/tce 

太阳能值

/sej 

折合标煤

/tce 

太阳能值

/sej 

折合标煤

/tce 

农废能源化投入 

机器设备 1.20×1019 10259.55 0 0 0 0 

水 2.61×1018 2227.98 0 0 0 0 

农废能

源化产

出 

资源

正效

应 

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系统所

需不可更新资源量投入 
0 0 2.56×1018 2187.11 0 0 

农废替代化石能源资源量 0 0 1.12×10
19
 9516.08 0 0 

农废替代化肥农药资源量 0 0 8.00×1018 6824.82 0 0 

环境

正效

应 

恢复生物多样性 0 0 1.14×1019 9710.11 — — 

改善空气质量 0 0 
  

4.53×1018 3860.40 

改善水质量 0 0 
  

1.30×1019 11047.77 

改善土壤质量 0 0 
  

1.48×1018 1263.30 

降低健康成本 0 0 
  

3.29×1017 280.70 

绿色热能与电能替代化石

能源的利用而减少其导致

的污染 

0 0 
  

7.04×1018 6003.90 

 

从代际公平角度看，农废能源化代际负外部性、代际正外部性、代内正外部性分别为 1.46×1019sej、3.31×1019sej、

2.63×10
19
sej，相当于 1.25×10

4
tce、2.82×10

4
tce、2.25×10

4
tce。显然，实施农废能源化净正外部性为 4.48×10

19
sej，相当

于每年节约 3.82×10
4
tce，增加了后代资源存量。 

3.5 农废能源化对化学农业负外部性的纠正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农废能源化不仅具有明显的资源正效应和环境正效应，而且对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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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内公平方面，其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在代际公平方面，其通过降低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耗，提高了后代对

不可更新资源的可得性。 

对比表 5和表 6可以看到，仅以涟水县高沟镇为例，在该镇实施“33.5%的作物秸秆+69.4%的畜禽粪便”能源化的情景下，

高沟镇农废实施能源化对农业负外部性纠正可达 77.23%。若仅考虑化肥农药的影响，农废能源化对高沟镇化学农业负外部性纠

正达到 85.49%。推而广之，如果在我国农业主产区实施农废能源化，其对我国化学农业污染所导致的负外部性纠正效果会非常

显著。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角度看，化学农业代内负外部性与代际负外部性非常明显，而农废能源

化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同时农废能源化通过绿色、生态化产业手段弥补了庇古税、科斯产权等经济手段以及行政监管手段在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上的缺陷。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面向我国农业主产区的农村，完善农废能源化政策体系，积极培育农废能源化

市场，将分布式能源产业政策、生态农业产业政策、节能减排政策与农废能源化市场有效结合。在分布式农废能源化产业形成

初期阶段，将部分农资补贴转换为能源化产品价格补贴、农废收储运补贴、节能减排替代补贴等政策扶持农废能源化发展，为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供政策支撑。(2)完善农废能源化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提供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服务使农民融入农废能源

化产业过程，拓宽农民就业途径和收入渠道。(3)在制度层面建立面向农业生态需求的社会反哺农业机制，使社会资本与技术、

农村资本、农业劳动力、农废资源形成有效配置，同时确保“三农”利益。(4)围绕农废能源化市场，完善面向“气、热、电、

肥”生产所需各种设备与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政策，引导科研机构、生产企业积极参与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实现有效的产业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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